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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国诗歌地理源头及其 

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夏汉宁
1
 

【摘 要】：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除了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内涵，更有那地域辽阔的十五国风各

显异彩，各具特色，因此，《诗经》在给后人带来无穷审美享受的同时，又开启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源头，这就是诗歌

地理源头。因此，阐述《诗经》开启中国诗歌地理源头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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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自诞生之日始，就烙上了鲜明的地域印记。众所周知，中国有一部开创古代诗歌创作源头的诗集——《诗经》，这

部诗集就与地域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十五国风，更鲜明地涂抹上了当时十五个诸侯国的“地方”色彩，可以这样说，十五国风

与地域有着“血肉难分”的关系，这也使《诗经》的地域性特征得以凸显。从地理的角度观察，《诗经》应该是中国诗歌地理的

源头。 

一 

有学者将十五国风（也就是将这十五个不同地域的乐歌），分成了五大诗歌区域： 

一是南区（《周南》《召南》《陈风》）。其中，二南主要在南阳（今河南西南部、湖北北部）和南郡（今湖北江陵）一带（二

南后来被楚国所吞并，所以有学者一般认为《周南》《召南》当为《楚辞》之源），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多为女性劳动、恋爱和思

夫等，也有部分作品是描写礼俗的，如庆祝新婚、恭贺多子等。陈地主要在今河南淮阳、柘城和安徽亳县一带，其作品多半与恋

爱婚姻相关。 

二是西区（《秦风》《豳风》）。秦原居甘肃天水，后来逐渐东扩，并占据陕西一带，平王东迁之后，西周王畿和豳地均归秦。

豳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秦风》中的作品以尚武精神和杀伐之音为多。宋朱熹在《诗集传》卷 6中说：“秦人之俗，大抵

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豳风》则主要表现的是豳地农家生活，反映农夫辛勤劳作的情景，其作品《七

月》，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 

三是北区（《魏风》《唐风》）。魏的地域范围在今山西芮城一带，唐的地域范围在今山西中部，后称晋。宋代朱熹在《诗集传》

卷 5中云：“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对于唐风，朱熹在《诗集传》卷 6中是这样评说的：“其地土瘠民

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 

四是中区（《邶风》《墉风》《郑风》《卫风》《王风》《桧风》《曹风》）。邶和墉皆为卫邑名，故同属一地；郑的都城在新郑，

其地域范围主要在今河南郑州一带；卫的地域范围在今河北磁县、濮阳，河南安阳、淇县、汲县、开封、中牟等地；王即为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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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称，平王东迁至洛邑，即今河南洛阳一带；桧的故都在今河南密县与新郑之间，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密县、新郑、荥阳一带；

曹建都陶丘，即今山东定陶西北其地域范围在今山东菏泽一带。关于这些地方的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前代学者多有论述。 

五是东区（《齐风》）。齐的范围主要在今山东中北部，建都于临淄。司马迁在《史记》卷 129 是这样描述的：“齐带山海，

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

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故《齐风》善于夸饰，宽缓阔达，节奏疏宕。 

十五国风这种地域特色的形成，当与那个时代的采诗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就曾指出：“《邦(国)风》,其内物也博,观

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1 此后文献对此也多有记载：“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

也。”
[1]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2]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

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3]而这种采诗制度对后世仍有影响，如秦、汉时期就延续了这种

采诗制度，并在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官署——乐府。后人把这些经过搜集整理的诗歌称作“乐府诗”。“乐府诗”也是继《诗经》

《楚辞》之后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由于“乐府诗”有不少作品是采集于民间的歌谣，因此，在诗歌文本上，这些作品都与《诗

经》中的十五国风一样，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正如班固所言：“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

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
[2]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

“乐府诗”。 

在中国古代，还有一部与《诗经》并称的诗集，这就是《楚辞》。这部诗集同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

是，在《诗经》十五国风中，人们竟然寻找不到“楚风”的“身影”，这不能不让许多人感到疑惑。为此，历代学者对这个疑问

都做了探索，并表达了各自的观点，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当属《周南》《召南》即为南方之作（这“南方”自然包含了楚地）。毛

亨在解读《周南·汉广》时是这样说的：“《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
[3]
朱熹在解释

“二南”时也曾说：“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

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

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4]毛亨与朱熹二人均认为“二南”所收作品，大多产生于南国，而且其中部分篇章也带有

“楚味”，这似乎也可看成是楚歌之代表，但绝对不能以楚风名之。 

即便如此，“二南”的风格及特征，都对后来《楚辞》的出现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当是毋庸置疑的。元人祝尧就曾明确地说：

“然骚者，《诗》之变也。《诗》无楚风，楚乃有骚，何邪？愚按，屈原为骚时，江汉皆楚地，盖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国，《汉广》

《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泽也深。风雅既变，而楚狂‘凤兮’之歌，沧浪孺子‘清兮浊

兮’之歌，莫不发乎情，止乎礼义，而犹有诗人之六义，故动吾夫子之听。但其歌稍变于诗之本体，又以‘兮’为读，楚声萌蘖

久矣。”[5]正因为《楚辞》与“二南”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楚辞》在文本上同样深深地烙上了地域的印记。关于这一

点，宋人黄伯思在《校定楚词序》中认为：“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 

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

也；兰、茔茝、荃、药、蕙、若、苹、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6]黄伯思的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楚

辞》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地域特征，而这种地域的特征实在就是对《诗经》十五国风地域特征的继承。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还指

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在距今 2300 余年前，中国诗人的创作就与地域有着自觉而又密切的关系，地域性特征已然成为他们

诗歌作品中的重要元素或标志。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诗歌在进入诗人个体创作之初始，就与地域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楚辞》

的诞生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古代诗人与地域的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就如同文化基因或文明密码，牢牢地附着在诗人的灵魂中，并形成了诗歌创作

传统。这种传统绵延数千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创作。中国的古代诗人，一路行走，一路创作，他们的作品既

留下了诗人行走的足迹，同时又在他们的作品中，深深地刻下了山河江湖、城市乡村的印记。像这类事例在中国历代诗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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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真可谓俯拾皆是，举不胜举。仅仅从一些诗人诗作的题目，便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如：谢灵运《入彭蠡湖口》、李白《望

庐山瀑布》、苏轼《初入庐山三首》、陆游《游山西村》、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等，这些自然景观经过诗人生花妙笔，便成了

魅力无穷的文学景观。再如，王勃《滕王阁》、王之涣《登鹳雀楼》、崔颢《黄鹤楼》、欧阳修《寄题沙溪宝锡院》、苏轼《题西林

壁》、黄庭坚《登快阁》等作品，原本这些人文景观或许很普通，但是，经过诗人的艺术加工后，这些看似普通的人文景观，便

增添了一层引人入胜的艺术感染力，从而使这些人文景观，演变成为著名的伫立在城乡山林之间的诗意浓郁的文学地标，虽然历

经数千年，这些地标建筑多有损毁，但是，对于这些地标建筑，历代都极为重视，往往是屡毁屡建，从而使这些地标建筑永远存

续在广袤的大地上，同时也永远伫立在人们的心间。 

二 

我们说，《诗经》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地域视角，是因为《诗经》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因此，早在先秦、两汉时期，

人们在解读或评论《诗经》时，特别是在解读或评论国风时，很自然地就会将目光聚焦在地域上，换言之，以地域的视角来阐释

《诗经》，这已是先秦、两汉评论家们所采用的重要批评方法之一。也正是从他们的《诗经》批评开始，地域视角便成了后代文

学批评家们代代相承的文学评论传统。 

在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便是吴公子季扎，他在对《诗经》十五国风解读时，地域意识就显得十分明显，《左传·襄公二十

九年》曾经记录了吴公子季扎的这段著名评论：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

《邶》、《墉》、《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

“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7]
 

季扎曾接受过六艺等的严格训练,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听完一曲演奏，他便能立刻说出作品中的意蕴和地域特点。当

然，季扎这段话的意义还不仅仅在这一个方面，更有价值的是，他这段话是第一次以地域视角对《诗经》（其实也可扩展为文学）

进行系统的评论，这段评论实际上就是《诗经》地理学（亦即中国文学地理）之先声。吴公子季扎评《诗经》的年代，距离《诗

经》成集的年代并不遥远，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认为，以地理视阈来关照文学作品，是伴随着中国第一诗歌总集《诗经》的

诞生而产生的。 

季扎的这段著名评论，在《诗经》研究和古代文学批评领域至少还有这样两个重要影响：一是对后代文学评论的影响，可以

这样认为，后代文学批评中的地域关照，或直接或间地接受这一评论的影响，因而使文学批评的地域观照得以延续和拓展；二是

在季扎之后的《诗经》研究中，地域的观照尤为显著，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传统，即《诗经》地理学的构建和确立，

且在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其基本框架已经构建形成，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古代文论特色的《诗经》地理学。 

以地理视阈来关照文学作品，当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源头之一。而且，肇始于春秋之际的这一源头，在其后的发展中

仍是绵延不断，一直浸润着中国文学批评这块沃土。这里首先应该提到一位重要“接棒者”，他就是班固。他那不朽的历史巨著

《汉书》，除了其史学价值外，还具备多学科的多种价值，如开拓《诗经》地理批评就是其中之一。在《汉书·地理志》中，班

固将地理视阈作为文学批评的切入角度，对《诗经》等文学作品作了较为系统的地理分析。因而《汉书·地理志》成为吴公子季

扎之后，以地理视角来关注《诗经》的代表性著述。《汉书·地理志》延续、固定并光大了以地理视角来关照和批评《诗经》的

传统。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诗经》作品中所反映的地理信息，对古今地名进行考辨，赋予《诗经》以一种新的功能。在《汉书·地理志》中，

班固曾称：“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

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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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8]在班固看来，要考辨古今地名变化，《诗经》是重

要文献之一。于是，在《汉书·地理志》中，引用《诗经》作品来解释古今地名的现象极多。如，在释“郁夷”时，班固说：“郁

夷，《诗》‘周道郁夷’。有汧水祠。莽曰郁平。”
2
在释“雍州川”时，他是这样说的：“芮水出西北，东入泾，《诗》芮鞫，

雍州川也。”再如，释河北：“河北，《诗》魏国，晋献公灭之，以封大夫毕万，曾孙绛徙安邑也。”[8]释魏国：“魏国，亦姬姓

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寘诸河之侧’。”3 班固使用这种引证方法，极其自然地将《诗经》中的地理因

素凸显出来，而且使作品与地理变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这部诗集“覆盖”上一层浓郁的地理色彩。 

第二，从区域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解读作品。如对《诗经》中的《豳风》《秦风》，他是这样评说的：“故秦地于《禹贡》时

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

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

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再如，对河内所发生的变化，班固从历史变迁

的大背景下，在《诗经》作品中获得历史依据而加以说明，其云：“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

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

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

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
[9]
类似这样的征引，在《汉书·地理志》极多，

诸如“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

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偷’；‘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

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

曰‘彼汾一曲’，‘寘诸河之侧’。”[9]如此等等，凸显了以史解诗、以诗证史和以诗考地的特点。 

第三，以地域风俗民情来解读作品。如对《陈风》的分析：“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

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

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自胡公后

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又如：“郑桓公寄孥与贿于虢、郐，郐受之。后三年，幽王败，桓公死，

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郐之地，右洛左济，食溱、洧焉。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

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兰兮，洵于且乐，伊其相谑。’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

‘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后二十三世，为韩所灭。”[9]在以风俗民情解读相关作品时，班固对风俗

民情的形成原因，也作了历史的分析和判断。 

第四，以对不同地域的作品分析，来反映道德教化在相关地域的作用。如对《唐风》《魏风》的分析：“河东土地平易，有

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

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偷’；‘百歳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

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自唐叔十六世

至献公，灭魏以封大夫毕万，灭耿以封大夫赵夙，及大夫韩武子，食采于韩原，晋于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诸侯，尊周室，始有

河内之土。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沨沨乎！以徳辅此，则明主也。’文公后十六世，为韩、魏、赵所灭，三家皆自立为诸

侯，是为三晋。”[9]以一个地域的道德教化来解读作品，而又以一个地域的作品来印证道德教化在一个地域所起的重要作用，这

也是班固解读《诗经》的独到之处。 

当然，笔者强调《汉书·地理志》在《诗经》研究中的方法论作用，并不是要否定在班固之前即有以地域视角关注文学作品

的实践，如，关于楚国的兴衰，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将其艺术与楚地鲜明特征的“巫”相关联，《吕氏春秋》曾言：“楚之衰

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10]汉代学者

也看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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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楚辞》时，他们也将《楚辞》中的作品纳入地理视阈之内加以考察，虽然，对《楚辞》中作品的地域性评论，没有

像对《诗经》评论那样系统全面，但是，对于楚地、对于《楚辞》的研究，汉代学者的地理意识也是比较明显的。如司马迁在《史

记·货殖列传》中，就曾对楚越之地的特征作过这样的描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褥,果隋赢蛤,不待

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1]班固也在《汉

书·地理志》中也这样说过：“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

常足，故啙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9]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以地理视阈关注文学作品，实为那时学者的共同意识，并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汉代学者以班固为代表的关于

《诗经》的评论，以王逸为代表的关于《楚辞》的评论，都能以地理视阈对所研究的作品加以关照，而且，他们已然将作品与地

域风俗、历史沿革、道德教化等相互结合进行考察和佐证，这种对《诗经》《楚辞》的评论方式，实与当下之文学地理学所倡导

的批评要素相契合。 

三 

文学地理批评方法，早在两汉时期的《诗经》《楚辞》研究中就得以运用，而且这种方法的运用以及观念的形成，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了其后的文学家和评论家，如在古代作家字号的选取及称谓上以及评论家对文学流派的命名等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中国古代诗人与地域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饶有趣味的现象，这就是在中国古代诗人的字号

中，不少都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形式： 

一是不少诗人以自己的故乡或祖籍地为号。如唐代的贺知章，他是会稽永兴(今属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故自号“四明狂

客”，而四明山就在其家乡附近。由此生发开来，人们也习惯以某些诗人的祖籍地或籍贯地来称呼这些诗人，如，唐代韩愈，常

以“昌黎韩愈”自称，昌黎位于今河北省，为韩愈的祖籍地，故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柳宗元，系河东（今山西运城永

济一带）人，亦以“河东柳宗元”自称，古世人称之为“柳河东”“河东先生”；北宋时期的欧阳修是庐陵永丰人，他常常自署

“庐陵欧阳修”，故后人称之为“庐陵先生”；曾巩是江西南丰人，世称“曾南丰”“南丰先生”；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世称

“王临川”“临川先生”。 

二是以独特建筑为号。像别墅、庄园、斋名等为号，如南宋范成大，他曾在家乡苏州建有石湖别墅，其额为宋孝宗所赐：“公

之别墅曰‘石湖’，山水之胜，东南绝境也。寿皇尝为书两大字以揭之，故号‘石湖居士’云。”[12]南宋杨万里，号诚斋，其号

来历为：“杨万里……为赣州司户调永州零陵丞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

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光宗尝为书‘诚斋’二字，学者称‘诚斋先生’。”
[13]
 

三是以仕宦地为号。如，唐代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世称“柳柳州”,“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时……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

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14]北宋苏轼，曾为黄州团练副史，在黄州其间，“公幅巾芒屩，与田父

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15]总之，地域特征已成为中国古代诗人的一个显著标识。 

汉代学者以地理视阈关注文学作品的这种批评实践，对于后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里我们仅举两类事例，便能

说明以地理视阈关注文学的这种批评实践，在古代文学批评家中运用得是多么的广泛。 

其一，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形成过不少的文学流派，在对这些流派命名时，地域特色是其中常见的方式之一，可

以这样说，以地域命名文学流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如形成于北宋时期的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

派”，就是以地名命名的一个极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中是这样说的： 

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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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

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16] 

从以上这段引文中，可以感受到批评家的鲜明的地域意识：首先，诗派命名的地域意识，陈后山、韩子苍、潘飺老、夏均父、

林敏修、林敏功、晁叔用、江子之、祖可、高勉等人，虽非江西诗人，但因与黄庭坚诗风接近等原因，故而亦列入派中。其次，

对诗人称呼中的地域意识，如称黄庭坚，文中均以“豫章”“山谷”称之，“豫章”之称，当为学者因黄庭坚为江西（江西又称

“豫章”）人，故人们尊称其为“豫章先生”“豫章”4而“山谷”5为黄庭坚自号，后人便以其号称之。再次，介绍诗人时的

地域意识，在刘克庄“总序”中，对非江西籍人士，刘克庄也都一一道出了这些诗人的籍贯地，当然，这也是想说明列入江西诗

派中的诗人并非全是江西人。 

古代文学批评家们这种鲜明的地域意识，还反映在为其他文学流派命名方面，在给文学流派命名时，地域同样是重要选项之

一。与“江西诗派”的命名相同，在为中国古代文学其他流派命名时，其代表作家的籍贯地往往就是该流派命名的重要依据。

如，南北产时期的“竟陵八友”，指的是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 8人：“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

文学，帝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17]明代后期曾出现过一个文学流派——“公安

派”（又称“公安三袁”），其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系湖北公安人，故以“公安”名流派。清人永在评介

《袁中郎集》是，有这样一评论：“明袁宏道……其诗文所谓‘公安派’也。盖明自三杨倡台阁之体，递相摹仿，日就庸肤。李

梦阳、何景明起而变之，李攀龙、王世贞继而和之，前后七子遂以仿汉摹唐，转移一代之风气。迨其末流，渐成伪体，涂泽字句，

钩棘篇章，万喙一音，陈因生厌，于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18]再如，清代著名散文流派“桐城派”，其领袖人物

为安徽桐城人，评家曰：“《曾文正公文钞·欧阳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效其乡先辈方望

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

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19]
“今之为文者，动曰有派，蒙窃惑

焉。夫所谓派者，不在周、秦、两汉、唐、宋之文也，吾皖有‘桐城派’，吴中有‘常州派’，近则‘常州’衰而‘桐城’盛，

天下宗之莫敢异议。桐城之文，固皆取法于周、秦、两汉、唐、宋，而严其体例，区其门径，兢兢焉恪守古人法度绳尺者。‘桐

城’之文非不可学，学‘桐城’者入于窠白，而罕能振拔也。”[20]他如“茶陵诗派”“竟陵派”“浙西词派”“阳羡词派”“常

州词派”等流派，莫不以地名名之。 

其二，文学批评家们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地域的文学现象上，这一评论实践，更是直接继承了先秦批评家评论《诗经》的传统，

因而在对地域文学现象进行述评和归纳时，这些评论家的论述更具地域色彩。如宋人黄彦平在《王介甫文集序》中，对宋代江西

的文学现象作过这样的评述：“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

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涂、穆伯长倡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

而无愧者也。丞相早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21]宋人陈贵谊、李道传在《谥文节公告议》

中云：“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舎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

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

者。”[22]清代江西临川人李纮曾对江西文学的发展作过这样一个精辟的概述，其云： 

粤自东汉，论者李朝，黎阳九歌，风雅启苗。晋推靖节，上接《离骚》，寻阳隐逸，莲社贤豪；名章伟构，水深山高，散落

人间，泰山毫毛。洎乎有唐，以诗取士。时则刘慎虚擅开元之奇，吉中孚拔大历之萃。任涛、郑谷，称十哲于咸通；卢肇、黄颇

斗两龙于秀水。南康綦毋，鄱阳颖士；来氏兄弟，丰城季子。或矜《西山》之编，或侈《灵溪》之制。莫不驰誉寰区，蜚声域外。

至于文律恢奇硕大，吴武陵则西汉可以兴，幸南容在枚马之次。媲柳配韩，角张竞李，犹未足尽江南之能事也。宋兴百年，文章

陋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原，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寓，不特吴越所绝

无，盖寰瀛所希也。若夫晏临川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士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

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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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类似这样的地域性文学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发展进程中可谓屡见不鲜，如，清代的陈寿祺在《闽词钞序》中谈

及地方词选编辑时，也谈及福建文学发展特色，他云：“词选昉于后蜀赵崇祚之《花间集》，厥后《花庵》《草堂》踵事日增。然

或取唐末名家，或取宋末遗民，或辑南宋，或采掇唐宋间及元人，未有专摭乡邦之作勒为一编者，有之惟本朝《浙西六家词》，

它未再见也。闽中自宋柳耆卿以歌词名，纒绵旖旎，善言情世，与清真居士并推，至使西夏人重之，谓凡有井水处能歌，可谓盛

矣。其外如蔡伸道《友古词》、黄思宪《知稼翁集》、张仲宗《芦川词》、赵用甫《虚斋乐府》、刘潜夫《后邨别调》、葛紫清《海

璚集》，皆卓然名家，侪之苏、黄、晁、秦何多让焉。而陈忠肃、李忠定、朱文公真文忠以千载儒宗硕辅，靡不从事诗余，清新

婉丽，各臻其胜……近日吾乡词学失传，两宋词家学者，或莫能举其名是可嘅也。叶小庚太守善为诗，兼工倚声，尝编《词谱》

及《词韵》六卷，为词家之圭臬，复辑《闽词钞》五卷，始于宋徐昌图，终于元洪希文，附以方外闺媛凡五十余家，为词逾千首，

以存桑梓词人之梗概。”[24]再如，清人何绍基在评及安徽文学特色和“桐城派”影响时，他是这样说的：“安徽跨皖江南北，称

人文渊薮。皖人承紫阳之绪，多为理学，为经学其次。乃称文章，曹植、张籍，汉唐文章之派既在皖北，至我国朝方苞、刘大櫆、

姚鼐递授文法，学者多归向之，号桐城派。传之江南，昌之江西，流衍于广西，渐渎于湖北、湖南、山西、贵州，而桐城文派，

几徧于天下。其说谓义理、词章、考据，三者不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词有所附，考据有所归，近世学子盖承用此说，至讽

咏篇章，语多温厚，无纤靡之习，又其质性然也。”[25]更有文学家看到了地域对人的影响，唐代刘禹锡曾有《海阳湖别浩初师》

诗一首，其“诗引”部分，尽言潇湘之地对人的影响，其云： 

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长沙人浩初生，既因地而清矣，故去荤洗虑，剔颠毛而坏其衣，居一都

之殷，易与士会，得执外教，尽捐苛礼。自公侯守相，必赐其清问，耳目灌注，习浮于性，而里中儿贤适与浩初比者，婴冠带，

豢妻子，吏得以乗凌之。汩没天慧，不得自奋，莫可望浩初之清光于侯门上坐，第自吟羡而已。浩初益自多其术，尤勇于近逹者

而归之。[26] 

类似以上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应该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由此也可看出，对文学作品的地域关照，从季扎始，

经过后世文学批评家们的代代传承，已然成为历代文学批评家们考察文学作品时必不可少的重要视点之一。 

参考文献： 

[1](汉)郑玄.仪礼疏：卷 9[M].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2](汉)班固.汉书：卷 30[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3](汉)毛亨.毛诗注疏:卷 1[M].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4](宋)朱熹.诗集传:卷 1[M].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5](元)祝尧.古赋辨体:卷 1(楚辞体上)[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6](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M].宋刻本. 

[7](晋)杜预.春秋左传正义：卷 39[M].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8](汉)班固.汉书：卷 28(上)[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9](汉)班固.汉书：卷 28(下)[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8 

[10](秦)吕不韦.吕氏春秋：第 5卷(仲夏纪)[M].四部丛刊景明刊本. 

[11](汉)司马迁.史记：卷129[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2](宋)杨万里.诚斋集:卷 82[M].四部丛刊景宋写本. 

[13](元)脱脱.宋史：卷 433(列传)[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4](宋)欧阳修.新唐书：卷 168(列传)[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5](宋)苏辙.栾城后集：卷 22[M].四部丛刊景明嘉靖蜀藩活字本. 

[16](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 48[M].清乾隆刻本. 

[17](唐)李延寿.南史·梁本纪(上)：卷 6[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8](清)永 2).四库全书总目：卷 179，集部32[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9](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10[M].清光绪刻本. 

[20](清)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卷 1(文论)[M].清光绪四年刻本. 

[21](宋)黄彦平.三余集：卷 4[M].民国宋人集本. 

[22](宋)杨万里.诚斋集：卷 133[M].四部丛刊景宋写本. 

[23](清)李纮.南园答问[A].吴海，曾子鲁.江西文学史·导言[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24](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 6[M].清刻本. 

[25](清)何绍基.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卷 222(人物志·文苑一)[M].清光绪四年刻本. 

[26](唐)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 7[M].四部丛刊景宋本. 

注释： 

1近时考古发现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记有这段话,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2对“周道郁夷”句，颜师古曾有解释说：“《小雅·四牡》之诗曰：‘四牡騑騑，周道倭迟。’韩诗作‘郁夷’字。” 

3文中所引“彼汾一曲”出自《诗经·魏风·汾沮洳》；“寘诸河之侧”出自《诗经·魏风·伐檀》。 

4此称呼在宋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大概出自宋无名氏之《豫章先生传》，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 8（清乾隆刻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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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苕溪渔隐曰:《豫章先生传》载在《豫章外集》后，不知何人所作，初无姓名，其传赞叙诗之源流，颇有条理……” 

5宋·黄宙田焱《山谷年谱》卷 11（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山谷寺，在皖山三祖山，属舒州，有石牛洞等林泉之胜，先

生游而乐之，因此‘山谷道人’。” 


